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
——兼论语法语义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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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onstruction Grammar 大多译为“句式语法”，也有人译为“架构语法”、“框架语法”、“构块式语法”等。如果只根据Adele E.Goldberg（1995），用“句式语法”确实比较合适；但考虑到A.E.Goldberg（2003）新的论述——construction所指不限于跟基本论元结构式相关的那些句式，甚至可以推广到成语、复合词、语素，用“句式语法”有点不合适了，用“构式语法” ((似更合适些。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兴趣还是在句法方面，所以我们还是用“句式语法”的说法。“句式语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C is a CONSTRUCTION iff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Fi,S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i or some aspect S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Adele E.Goldberg 1995，P.4）

（假如说C是一个独立的句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而无论是形式或意

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句式推知。）

这种语法理论源于C.J.Fillmore（1982，1990）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C.J.Fillmore用“框架”这个词涵盖了诸如“图式”（schema）、“脚本”（script）、“情景”（scenario）、“观念框架”（ideational scaffolding）、“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民俗理论”（folk theory）等概念。Adele E.Goldberg（1995）和Paul Kay（1995）则对句式语法作更为深入的论述。显然，“句式语法”是以认知语法为理论背景的。

当年法国语言学家、从属语法的创始人特思尼耶尔（Lucien Tesnière）注意到，句子的构成成分不只是表面所看到的一个个词，更重要的是词与词之间的“关联”（connexion），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组合关系。现在A.E.Goldberg则进一步要我们看到，句式本身还有独立的形式和语义，因此一个句子的意义，并不能只根据组成句子的词语的意义、词语之间的结构关系赋予的意义所能推知，也不能从其他已有的结构所推知，句式本身也表示一定的意义，并将影响句子的意思。

A.E.Goldberg（1995）在书中只集中讨论了跟基本论元结构式相关的那些句式，因为这些句式“跟反映人类经验基本图景的语义结构的关系更为直接”。至于像分裂句式、疑问句式、话题句式和被动句式，她申明在书中暂不讨论。但我们不能以此认为A.E.Goldberg的“句式语法理论”里的“句式”只是跟基本论元结构式相关的那些句式。她在书中也明确讲到，“论元结构句式”只是“诸多句式中的一个特殊的子类”（……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 are a special subclass of constructions，P.3）。A.E.Goldberg（2003）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句式语法理论，语言研究要重视对一个个具体句式的研究，而且要从具体句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来考察分析句式内部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而具体的句式不能只限于跟基本论元结构式相关的那些句式，应该包括所谓的“变式”，包括可能由于语用因素所造成的句式。顺带指出，现代汉语里哪些句式可以确认为是所谓的基本句式，哪些句式是所谓的由语用因素造成的句式，也还是有待探究的问题。A.E.Goldberg的理论观点在国内已有回音，沈家煊（2000）、张伯江（1999，2000）等已运用这种理论观点来分析汉语“把”字句、双宾句等一些语法现象，获得一定成功，给人以新的启发。

二

A.E.Goldberg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句式确实有独立的意义。不过，这一点并非由他们首先发现的。在语法研究中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单就中国来说，王力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将“把”字句称为“处置式”，认为该句式“表示处置”，这实际说的就是“NP[施事]+把+NP[受事]+VP”这一“把”字句式的语法意义。（当然，王力先生对汉语“把”字句式的语法意义的概括是否准确，可以讨论，实际大家也一直在讨论）朱德熙先生（1981）认为“NPL+V+着+NP”是个歧义句式，可以分化为C1和C2两式，C1式表示存在，表静态（如“墙上贴着标语”），C2式表示活动，表动态（如“台上唱着戏”），实际也就指出了“NPL+V+着+NP”是代表不同句式，而各个句式各自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遗憾的是，王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并没有将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去作理论上的思考，最后升华为理论。而C.J.Fillmore、A.E.Goldberg和Paul Kay（1995）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此总结为“句式语法”理论。这无疑是一种贡献。

“句式语法”理论的贡献，我想有四个方面：

第一，这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一些先前不好解释、或先前想不到去解释的语法现象。譬如说，汉语里不能说“苹果吃张三”，只能说“张三吃苹果”，那是因为汉语里只有[施事—动作—受事]格式，没有[受事—动作—施事]格式。可是事实上就有“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受事—动作—施事]的说法，这该怎么解释呢？上面举到的朱德熙先生所说的例子，C1式“NPL+V+着+NP”，其NP既可以是受事（台上摆着鲜花），也可以是施事（台上坐着主席团），这为什么？这些问题过去都不去深究的，甚至是想不到的。有了这种“句式语法”理论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影响句子意思的因素，去进一步探索句子意思的组成。原先我们认为，整个句子意思的组成可以描写如下：（陆俭明1987）

（一）具体的词汇意

（甲）句子语段成分的意义                   （1）语法结构关系赋予的意义

句子的意义                                 （二）eq \o(\s\up 7(抽象的),\s\do 3(关系义))
（2）语义结构关系赋予的意义

（乙）句子超语段成分的意义——句调所赋予的语气、情感意义

现在看来，上述描写显然不全面。似拟修改为：

（一）具体的词汇意

                                            （1）语法结构关系赋予的意义

             （甲）句子语段成分的意义        （二）eq \o(\s\up 7(抽象的),\s\do 3(关系义))
句子的意义                                                （2）语义结构关系赋予的意义

    （三）抽象的句式义

  （乙）句子超语段成分的意义——句调所赋予的语气、情感意义

第三，有助于我们说明各种不同句式产生的原因与理据——因为各个句式本身能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所以为了表达的细腻，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就不断创造新的表达格式，也即句式，来满足表达的需要。

第四，可以避免将句式的语法意义误归到句中某个虚词头上。如范晓（1995）误将“SVOV得R”句子（如“小张吃饭吃得饱极了”）表示的肯定语法意义归到“得”头上（387页）；再如不少人将复句所表示的并列关系、递进关系、让步转折关系或条件关系等语法意义归到复句中的“也”的头上。(
三

A.E.Goldberg等人提出句式语法的理论是有贡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还得去思索：如果说由于词类序列不同，或由于具体的词语不同，或由于内部构造层次不同，或由于内部的语法结构关系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句式，并形成不同的句式的意义，那么为什么相同的词类序列、相同的词语、相同的构造层次，而且相同的内部语法结构关系，甚至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还是相同的语义结构关系却还会造成不同的句式，表示不同的句式意义？譬如说，“山上架着炮”本身就既可以表示存在，表静态（意思是“山上有炮”），又可以表示活动，表动态（意思是“山上正有人在架炮”）；再譬如“大衣扣子”，在语义上我们既可以分析为隶属关系（意思相当于“大衣上的扣子”，扣子是大衣有机的组成部分，个儿有的大，有的小——如袖口上的扣子就小），也可以分析为类属关系（意思相当于“大衣上专用的扣子”，个儿都是大大的）。怎么解释上面举的语言现象？

A.E.Goldberg（1995）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词在入句后论元结构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并提出了要分别对待词库与句法的看法。但是，她没有深入论述。我们认为，真要为上面所思索的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回答，还需进一步从语言本身的特点去考虑。

语言本身的特点是什么呢？语言本身有一个特点似乎大家还不是太注意的，那就是郭锐（2002a）所指出的“词语的语法动态性”。

什么叫“词语的语法动态性”呢？郭锐（2002a）说，词在句法层面上会产生词汇层面未规定的语法性质，我们把这种语言现象称为“语法的动态性”。(后来郭锐（2002b）又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论述。他指出，“词类的本质是表述功能”（4.3.1），表述功能有四种类型：陈述、指称、修饰、辅助（4.3.2）。而每种类型的表述功能都有两个层面——内在表述功能和外在表述功能。“内在表述功能是词语固有的表述功能，外在表述功能是词语在某个语法位置上最终实现的表述功能。两个层面的表述功能一般情况下一致，……有时不一致。”拿“黄头发”来说，就这个词语固有的内在表述功能看，它属于指称；就它的外在表述功能看，一般也实现为指称，例如：

（1）她长了一头的黄头发。| 她头上有一撮黄头发。

例（1）里“黄头发”作宾语中心（前带定语），实现为指称。有时会实现为陈述。例如：

（2）她黄头发。

例（2）的“黄头发”作谓语，实现为陈述。这种外在表述功能“是词语临时体现的表述功能”。例（2）的“黄头发”前也还可以加定语和状语，但是“如果状语和定语同时出现，总是状语在前，定语在后，也就是说状语在外层，定语在内层。”请看：（4.3.4）

（3）a．她才黄头发。

 b．你一头黄头发。

 c．你才一头黄头发。

例（3）a—c充分说明了表述功能确实有两个层面。“黄头发”前加定语，这是它固有的内在指称表述功能的体现；作谓语、前加状语，这是它外在陈述表述功能的体现。“相应于表述功能的分层，词性也应分成两个层面。”“对应于内在表述功能的词性叫词汇层面的词性”，“对应于外在表述功能的词性叫句法层面的词性”。“词汇层面的词性就是词语固有的词性，需在词典中标明；句法层面的词性需由句法规则控制。”“两个层面的词性一般情况下一致，个别情况下不一致”，如例（1）—（3）。（4.3.5）

以上介绍的就是郭锐的“词语的语法动态性”。应该说这也是语言所普遍具有的特性。“语法的动态性”这个说法容易跟国外所说的emergent grammar（国内一般译为“语法的动态性”）相混淆。国外所说的emergent grammar，实际是指“共时语法化”。按郭锐所作的解释，郭锐的“语法的动态性”不如改为“词语的语法多功能性”（the dynamics of the syntax of words and phrases）。

对于郭锐所提出的“词语的语法多功能性”，我们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补充，那就是语言不只具有“词语的语法多功能性”这一特性，还具有“词语的语义多功能性”的特性。什么叫“词语的语义多功能性”呢？先请看个例句：

  （4）（专）蛀芯儿的是这种蛀虫。

  （5）芯儿蛀了的是桃儿。

例（4）、（5）里的“蛀”是个二元动词，其论元结构该是：

  （5）       VP


           NP1          V’


                  V          NP2


         （Agent） （蛀）      （Object）

在例（4）、（5）里，作为名词性“的”字结构的“VP的”“（专）蛀芯儿的”和“芯儿蛀了的”，从表面看，都包含一个动词“蛀”及其受事论元“芯儿”，“蛀”的施事论元都没有出现。按照朱德熙先生（1978）关于汉语里的“VP的”这类“的”字结构的“歧义指数”理论与公式“P=n—m”（P代表所要求的歧义指数，n表示动词V的论元数目，m表示V的论元在“VP的”里实际出现的数目），例（4）“（专）蛀芯儿的”是指称动词“蛀”的施事“蛀虫”，可是例（5）“芯儿蛀了的”不是指称施事论元“蛀虫”，而是指称“芯儿”的领有者（或者说“芯儿”的所属物），如桃儿、李子、棒子什么的。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虽然是同一个动词、同一个名词，而且虽然它们是出现在同一个结构里，但那个名词在语义上，有时可能是作为那个动词的受事论元的身份出现的，有时则以另一种性质的论元身份出现的。语言里的这种现象就是“词语的语义动态性”，或者说“词语的语义多功能性”。有人可能会说，例（4）和例（5）的情况还是不同——例（4），“蛀”的受事论元“芯儿”在原位，没有移动；例（5）则“芯儿”由动词后移位至动词前了，所以“芯儿”的语义角色性质变了。且不说这种解释难以说明为什么“芯儿”前移之后，语义角色性质会发生变化，而且语言里还存在着名词位置没有移动而它的语义角色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况。例如：

  （6）撕了封面的站出来。

  （7）撕了封面的是我的笔记本。

例（6）、（7）作主语的都是“撕了封面的”，可是例（6）“撕了封面的”是指称动词“撕”的施事论元，而例（7）“撕了封面的”却是指称“封面”的领有者“笔记本”。这清楚地表明，“封面”在例（6）、（7）里都处于动词后面的宾语位置上，但是在例（6）里，它是作为动词“撕”的受事论元身份出现的，而在例（7）里，它不是作为动词“撕”的受事论元身份出现的，而是作为“笔记本”的被领有物的身份出现的。应该承认，语言里“词语的语义多功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把郭锐所说的“词语的语法多功能性”和我们所说的“词语的语义多功能性”这二者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统称为“词语的语法、语义多功能性” （the dynamics of the syntax and the semantics of words and phrases）。这种“词语的语法、语义多功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某一个词类里的词语，在语法功能上发生变化。例如区别词，从词汇层面说，它固有的语法功能是只能作定语或跟助词“的”构成“的”字结构（朱德熙1982）；但是，到了句法层面，在一定条件下（含对比意），可以作主语（这种区别词一般是成对的，如“急性”、“慢性”等）。例如：

（8）肝炎，急性好治，慢性难治。

（9）那柜子，我觉得框式好看。[意味着板式不好看]
二、动词或形容词的论元数（或说“配价数”）发生变化。例如：

（10）张三跑了一身汗。

（11）张三高李四一个头。

例（10）里的“跑”，从词汇层面说，它是一价动词，不能带宾语，但在这里增加了一个论元（或说“配价成分”）──“一身汗”。例（11）里的“高”，从词汇层面说，它是一价形容词，但在比较句里它后面可以带上两个论元──“李四”和“一个头”。换句话说，“跑”由一价动词变成了二价动词；“高”由一价形容词变成了三价形容词。这是“词语的语法、语义动态性”或者说“词语的语法、语义多功能性”的表现。

三、语义角色性质发生变化。上面所举的“撕了封面的”里的“封面”语义角色性质的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再如：

（12）a．十个人吃了一锅饭。

      b．一锅饭吃了十个人。

      c．十个人坐一条板凳。

      d．一条板凳坐十个人。

      e．一天写了50个字。

      f．50 个字写了一天。

      g．一天走了五个村。

      h．五个村走了一天。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例（12）各例的语义关系将会被分析为：

（13）a．施事——动作——受事

      b．受事——动作——施事

      c．施事——动作——处所[存在的处所]
      d．处所[存在的处所]——动作——施事

      e．时间——动作——受事

      f．受事——动作——时间

      g．时间——动作——处所

      h．处所——动作——时间

其实，例（12）是一种表示容纳性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不管各句按传统的观念怎么看待动词前后的这些名词语的语义角色性质，都可以统一为：

（14）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

很显然，这种特殊的句式虽句中包含有动词，但具有“非动态性”的特点，句子所所凸显的不是一般表示事件结构的句式里所理解的语义关系。拿（13a）来说，如果是在一个表示事件结构的句式里，“人”确实是“吃”的施事，“饭”确实是“吃”的受事，例如：

（15）这十个人吃了一锅饭。

但在例（12）句式里，“十个人”不凸现为“吃”的施事，“一锅饭”也不凸现为“吃”的受事。对比例（12）和例（15），清楚地显示了“语义角色性质的变化”；而这种“语义角色性质的变化”说明了语言所具有的“词语的语法、语义动态性”或者说“词语的语法、语义多功能性”的特性。

前面我们谈到，A.E.Goldberg（1995）提出了要分别对待词库与句法的看法。A.E.Goldberg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要分别对待词库与句法？怎么分别对待词库与句法？这两个问题只有在深刻了解了语言所具有的“词语的语法、语义动态性”或者说“词语的语法、语义多功能性”的特性之后，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解决。

四

句式语法理论的提出，也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不妨先看些汉语的实例：

（16）a．村民们修了个观景亭。

      b．男劳力修观景亭，女劳力植树。[=用男劳力修观景亭，用女劳力植树。]
      c．山顶上修着观景亭。[=山顶上有观景亭]
      d．山顶上修着观景亭。[=山顶上正在修观景亭]
      e．五里地修一个观景亭。[=每eq \o(\s\up 7(五个人),\s\do 3(五里地))修一个观景亭]
      f．五个月修了一个观景亭。| 一个观景亭修了五个月。[容纳量与被容纳量关系]
      g．工人们修观景亭修了一身汗。[重动句]
例（16）a—g的谓语动词都是“修”。应该看到也应该承认a—g各句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有理由认为a—g不能看作是一个句式，得看作7个各不相同的句式。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

1．我们应该怎样描写说明谓语动词都是“修”的这7个不同句式？

2．能否认为这7个不同句式是由统一的动词“修”的论元结构由于所受到的制约条件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配位方式所形成的不同句子格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a和b，c和d里动词“修”前论元的语义角色是否相同？如果说是相同的，那么怎么解释它们各自所表示的不同的语法意义？如果说是不同的，这是否就违反了论旨准则（(-criterion）？

3．能否认为a—h各句虽然动词都是“修”，但由于表达功能性质不同，因而实际是论元结构性质各异的不同句子格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也将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允许不允许同一个动词可以形成不同的论元结构？

上述想法不一定对，只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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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在《外国语》（2003年第3期，上海）上发表的文章所提的有关construction的7个基本问题，基本上概括了她目前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要点如下：

1） 定义：凡某一语言型式（pattern），如果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部分不能严格地从其组成成分或已知的结构中得到预测，就可称为是一个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Grammar特别关注特殊的句式，并强调某些特定词、语法语素的语义和分布。其主要理由是，一旦这些句式丰富的语义/语用和复杂的形式限制得到解释，其方法便可用于解释更一般、简单或规范的句型。

2） 每一个基本的句型皆可理解为与构式有关，也就是说，其主要动词可以理解为与一个论元结构构式结合（如及物、不及物、双及物结构等）。换句话说，某一语言中的基本句型取决于主要动词所表达的语义/句法信息。“动词保留了中心意义，而论元结构提供了表层形式和理解的一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表层形式通常与细微的语义和功能上的差异有关。”

3） 与生成语法不同的是，Construction Grammar不认为某一句式由其他句式衍生而来，某一实际的表达或句式由至少6个以上的构式组成（文中有例）。

4） 构式是通过积极的输入学会的，语言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些无法通过一般的、普遍的或内在的原则得到解释的句式。生成语法认为这种情况是“另类”，是少数，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语言学习理论的核心，但Construction Grammar认为我们所用于学习这些句式的手段完全可以用来解释所谓的“核心”现象。

5） Construction Grammar认为，句式的分类以及制约条件的解释应该从语法之外去找，如普遍的功能压力，象似性原则，理解和学习过程的限制等。

6） 在同一语言内部，句式间的概括通过继承网络得到说明。高度的概括通过被许多其他结构继承的构式得到说明。限制性强一些的句型可以通过处于层级网络中间的结构得到解释，特殊的句型通过低层次的构式得到解释。

7） 我们所有的语言知识都可以通过构式网络得到解释。

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教授（从事功能语法研究）的意见：

1． 大标题能否稍作改动，因为原来的标题给人的印象是要对Construction Grammar作比较系统的介绍和阐述，但论文内容主要是其几个主要观点引发的对汉语句法研究的讨论；

2． 第二部分中提到“句式语法”理论的贡献，前面说要谈五点，但实际上只谈了四点。

3．我觉得这样写也完全可以，因为您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直接应用该理论，而主要想针对Construction Grammar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谈对汉语句法研究的启发。我没有读过Goldberg1995的书，因此我不能判断您提的一些歧义句式是否属于Goldberg所提出的“句式语法”所要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 本文根据在“中国第九届当代语言学研讨会”（2002年10月19日-21日，北京）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修改而成。沈家煊、詹卫东二位和司富珍、吴云芳博士曾对本文提供宝贵意见，谨在此深表谢意。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 (96AYY005)、教育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2000年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语义知识的形式化模型及语义分类系统研究”和国务院科技部国家“973”重点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子课题“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动词论旨结构系统和汉语词语语义分类层级系统研究”（项目编号：G1998030507-1）的经费资助。


(( “构式”这一术语是北京语言大学司富珍博士建议用的。


( 具体参看马真《说“也”》一文对这种种说法的评论（《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又见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语文出版社，1999年）。


( 这不是郭锐（2002a）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词在句法层面上会产生词汇层面未规定的性质，我们把这种性质叫语法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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